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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农民的信息获取机会
———结构分析及其局限∗

于良芝　 谢海先

摘　 要　 本文以已有研究揭示的农村居民信息劣势以及现有理论对这一劣势的解释局限为背景，试图通过对我国农民

信息获取机会的跨历史时期（历时性）和跨领域考察，发展现有信息不平等理论。 按照结构分析的思路，本文以相关历史

研究成果、统计资料和政策文本为依据，考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信息获取机会的变化及其与已知的结构性因素的

关联，显示了已知结构性因素无法解释的变化和差异。 研究发现，现有理论可以解释城乡在可比指标上的差距，但很难

解释农村不同信息设施 ／ 服务 ／ 资源间的内部差异及时间序列上的变异；要理解这些差异，需要把国家及其构建的权力关

系和市场架构作为影响农民信息获取机会的核心因素。 本研究根据这一发现并借鉴 Ｏ􀆳Ｃｏｎｎａｒ 的新国家理论重新阐释了

我国农民的信息劣势。 图４。 表 ２。 参考文献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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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在以信息为战略资源的社会中，信息不平等

不仅反映社会的整体公平状况，而且在很大程度上

影响其他领域的公平。 正因为如此，２０ 世纪 ６０ 年

代以来，信息不平等问题已被视作信息社会的核心

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图书馆职业受驱于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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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所有人信息获取的使命，是最早且长期关注这一

问题的专业团体之一。
在相关研究中，对信息源、信息传播渠道、信息

技术的获取或接入（ａｃｃｅｓｓ）差距是最常用的信息

不平等尺度。 尽管很少有研究明确界定“获取”或
“接入”的含义，但在多数研究中，它事实上指物理

（而非认知）意义的拥有或可及程度。 根据这样的

尺度，一个人在信息不平等中的位置由他可及的信

息源的多寡、信息传播渠道的多样性或是否采用现

代信息技术而表达。 尽管很多学者认为，信息不平

等的内涵远比上述意义的获取差距复杂［１ －４］ ，但由

于这类差距最易测度，它们依然是多数研究的首选

尺度。 物理意义的拥有或接入也是本研究的考察

重点，但为了区别于认知上的获取利用，本研究将

其表述为“信息获取机会”。
在由此表达的信息不平等格局中，农村居民

几乎总是处于劣势。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英国全国消

费者理事会的系列调研显示，就信息服务机构的分

布而言，英国农村大大落后于城市［５ －６］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后期，美国针对互联网扩散的系列报告也显

示，美国农村在信息技术的采纳中落伍［７ －８］ 。 虽然

随后几年，美国城乡的互联网接入差距逐步缩

小［９］ ，但宽带接入差距又接踵而至［１０］ 。 类似的城

乡差距也存在于很多其他国家［１１ －１８］ 。
对农村居民信息劣势的理论解释大致分为两

类。 一类认为：是农村居民的地域劣势、收入和教

育水平等因素决定了他们的信息劣势。 农村地域

偏远、人口分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投入高回报低，
很难吸引基础设施资本［１９ －２３］ ；而收入和教育水平

的低下则导致农村居民对信息技术和服务的购买

及使用能力不足［２４ －２５］ 。 例如 Ｍｉｌｌｓ 及同事发现，
２００１ 年，仅收入和教育两项相加，就可以解释美国

城乡互联网接入差距的 ２ ／ ３［２５］ 。 另外一类认为，虽
然农村居民的信息获取机会与上述因素不无关联，
但归根结底是“谁决定什么资源向何处配置”的权

力与利益关系，决定了他们的信息劣势［１６， ２６ －２９］ 。
这种理论认为，从世界范围看，作为工业社会经济

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同样主导当代信息资源

的生产、传播、获取；与此相适应，市场依然是资源

配置的主要机制。 在这样的信息经济结构中，资本

的运行逻辑（趋向自身利益最大化和不断积累）会
使它一面竭力规避无利可图的信息市场，一面积极

影响政府决策，使之形成有利于资本积累的信息制

度框架。 这就从经济（市场）和政治（制度）两个方

面陷农村居民于不利地位。 例如，赵月枝针对我国

城乡数字鸿沟的分析显示，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至本世

纪初，电信运营商的经济利益、城市居民的消费利

益以及政府主管部门的政治经济利益，相互渗透，
不仅限制了信息基础设施的资本流向农村，而且阻

碍了电信普遍服务制度的建立［２６］ 。 尽管两种理论

的解释存在差异，但它们都认为，农村居民的信息

劣势是一种长期稳定、普遍系统、独立于其主观愿

望和行动的外生弱势，即一种结构性弱势。
由于支撑上述理论的研究证据多来自特定时刻

对特定信息技术 ／ 信息传播渠道的观察，它们不得不

悬置以下疑问：决定农村居民信息劣势的结构因素

是否遵循连续、稳定、一致的运行逻辑（例如城市居

民的消费利益是否在任何情境下都比农村居民的信

息权利更契合企业的经济利益和政府的政治利益）？
换言之，上述理论所揭示的结构因素及其运行逻辑

是否具有跨历史情境、跨信息领域的解释力？ 对我

国农村的直观观察不难发现，当代我国农民的信息

获取机会不乏突变与矛盾。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

２００５ 年前后的农村电信设施。 同样的电信企业，２００５
年之前回避农村市场，而 ２００５ 年以后却成为村村通

的主力。 如果认定资本在信息市场上具有稳定一致

的运行逻辑，我们就很难解释这类矛盾现象。 有理

由相信，由于悬置了上述疑问，现有理论很可能不具

备跨历史情境和信息领域的解释力。
有鉴于此，本研究拟将历史情境及跨领域比较

纳入结构分析（所谓跨领域比较就是同时考察不同

信息设施 ／ 服务等的获取机会），在检验已有理论解

释力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影响农民信息获取机会的

结构因素及其作用方式，适当修正从结构角度解释

农民信息劣势的理论。
考虑到现有统计资料的统计口径差异，本研究

不对“农民”及“农村居民”概念进行严格区分。 根

据陆学艺的界定，２０ 世纪中叶以来，我国“农民”一
般指被户籍制度明确标识为“农业人口” 的人

群［３０］ 。 “农村居民”有时指县辖乡人口，有时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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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属于城市或市县所辖居委会的人口，有时也指过

去一段时间（如半年）主要居住在农村的人口。 本

文所采用的统计资料，有些明确针对农民，有些针

对不同含义的农村居民。 本研究认为，由于上述人

群的主体都是由户籍制度界定的农业人口，因此，
至少从信息不平等的角度看，可以将“农民”和“农
村居民”视为大致相同的人群，将两种统计口径视

为相同口径。

２　 分析框架

将历史情境纳入分析就是要考察我国农民的

信息获取机会与已知的结构因素（即现有理论所揭

示的因素）之间的历时性关联，发现已有理论无法

解释的变化与差异，并将之置于当时的历史情境下

探究其根源。
按照结构分析的传统，本研究考察的信息获

取机会主要是物理意义上的信息可及或可得程度，
不包括实际利用状况。 由于信息利用涉及个人的

价值判断、喜好、认知、习惯等复杂因素，已非单独

的结构分析所能解释。
如前所述，影响农民信息获取机会的已知结构

性因素主要来自两种理论。 第一种理论凸显农民的

地域劣势、收入、教育等因素，认为各因素的作用力

相加，共同决定农民的信息劣势。 第二种理论凸显

资本的经济利益、政府部门的政治利益以及城市居

民的消费利益，认为在涉及农村信息基础设施 ／ 服
务 ／ 资源的决策中，上述因素会在资本的经济利益主

导下，出现利益趋同，共同制约农村信息基础设施 ／
服务 ／ 资源的发展。 这两组因素虽然来自不同理论，
但由于它们分属不同层面，可以提供互补而不是矛

盾的解释，因而本研究将它们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分
别考察它们对农民信息获取机会的影响。

根据我国农村问题的研究成果，我们将建国

后的农村发展历程划分为三个时期：建国后到启动

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到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新农村建设至今。 它们分别对应三种不同的农村

政治经济形势：城乡二元体制下的农村集体经济、
城乡二元体制下的农村个体经济、城乡协调发展，
并分别构成农民信息获取的三种历史情境。 由此

形成的分析框架见图 １。

图１　 我国农民信息劣势的结构性分析框架

注：阴影部分为不适合单纯从结构角度分析的指标。

３　 研究过程

根据前述研究目的和图 １ 所示的分析框架，本
研究采用了对农民的信息获取机会及影响因素进

行历时性分析的研究思路，即以当代中国农村发展

的三个阶段为背景，力图揭示图 １ 所示的主要变量

在不同历史情境下的关联。 具体说来，本研究包括

以下研究过程。
首先，通过研读有关农村问题的研究成果及政

策汇编，梳理了建国后农村发展的关键事件并对其

主题进行了归类（例如，把 １９５３ 至 １９５８ 年间及

１９７７ 年出台的农村人口管理规定和措施归为“户
籍制度”主题），然后在借鉴已有研究共识的基础

上，阐释了农民在三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地位，
构建了农民信息获取的三种历史情境。

其次，通过研读有关我国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和

信息服务发展史的资料，梳理了其发展变化的主要

事件，同样对事件主题进行了归类，例如将广播电

视事业发展中有关广告、电视台节目营销、有线电

视、电视台管理体制改革等方面的事件归为“广播

电视产业经营”。
再次，通过政策文本分析和统计资料分析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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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上述历史情境分析，分别揭示了：①国家、资本、
城市对农村信息基础设施 ／ 服务 ／ 资源的影响；②农

村信息基础设施、农民收入及教育水平对其信息技

术接入状况的影响。 在政策文本分析方面，本研究

选择了不同时期有关农村信息基础设施 ／ 服务 ／ 资
源的 １２ 份政策文件（详见文后附录），针对其产生

背景、所涉设施 ／ 服务 ／ 资源的战略定位、行动目标、
行动内容、责任界定等，进行了主题归类（例如将战

略定位中的“加强农村鼓动工作”、“宣传方针政

策”、“保障政令畅通”、“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普
及科学文化知识”归为“宣传教育动员”），再根据

文本内容确认了主题间的关联，得出了新的关系主

题（例如宣传教育动员 ＋经济发展驱动下的地方政

府责任），然后根据每个阶段的全部政策分析结果

并结合历史情境分析，确认了农村信息设施等发展

主题与历史情境主题的关联，并以此为根据阐释了

国家、资本、城市层面的结构因素对农村信息基础

设施 ／ 服务 ／ 资源的影响。 在统计资料分析方面，本
研究重点分析信息技术接入水平的影响因素，因而

重点收集了图 １ 中的 Ｂ － 农村信息基础设施、Ｃ、Ｄ
三组指标的统计资料，通过比较各组指标的变化趋

势确认它们的关联。 由于所涉指标的数据在年代、
来源及完整性上的巨大差异，本研究没有做规范的

相关分析，而是根据指标曲线的比较和情境分析判

断其关联性。

４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中的农民

如前言所述，当代我国“农民”一般指户籍制

度标识的农业人口［３０］ 。 这一含义的“农民”阶层形

成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是在土地改革、合作化、人民

公社等农村改革中逐渐形成的。 土改以前，农村社

会由少量地主、富农和大量贫雇中农构成［３１］３２９；土
地改革消灭了以土地私有为基础的传统地主，随后

的农业合作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逐步消灭了以其

他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土地收益差距为基础的社会

结构，将绝大多数农民变成了人民公社的社员。
从表面上看，这个过程是把分散的小农组织

起来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事实上，中国问题研究

学者普遍认为，这是我国工业化原始积累的需

要［３２ －３４］ 。 建国初期，我国确立了以重工业为主的

工业化道路，却不具备通过海外掠夺实现资本原始

积累的可能，只能从内部积累。 １９４９ 年，我国农村

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总数的 ９１􀆰 ５２％ ［３１］３８３，农业产

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７０％ ［３１］３２７，因此，所谓从内部

积累就意味着从农业提取剩余。 合作社和人民公

社就是国家为了降低与分散小农的交易成本、提取

最大剩余而把农民组织起来的制度安排。
由于优先发展的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而非劳

动密集型产业，工业发展速度并不需要同步增长的

城市人口；同时，为了降低城市生活成本以提高积

累，城市实行了低工资高福利的政策。 为控制城市

人口规模，国家于 １９５８ 年出台户籍制度禁止农民

入城。 城乡二元结构从此成为我国社会的最显著

结构。 由于被高度提取剩余，又被限制流动，我国

农民陷入了长期贫困状态。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农村改革，恢复了家庭自主

经营，显著改善了农民收入。 然而，农村改革并没

有动摇城乡二元体制，没有终止农村对城市的补

贴。 由于政府在推行联产承包的同时大幅度减少

对三农的财政投入，农民的负担不仅没有减轻，反
而加重［３３］３３，［３５］ 。 １９８６ 年以后，联产承包解放的生

产力达到饱和。 此后，随着农村人口增长和土地资

源减少，农民收入增速减慢，城乡收入差距拉大。
在这个过程中，不少农民开始通过外出务工增加收

入，但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即使是长期在城里务

工的农民工，也无法摆脱其户籍制度确认的“农
民”身份，因而无法享受城镇人口的权益和福利。
这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两栖人”的命运，
突出地显示了中国农民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地位。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在对三农问题的关注中，
就有学者提出新农村建设的主张［３２］ 。 他们认为，
当时我国已进入资本和劳动力双重过剩时期，应以

新农村建设作为扩大消费、吸收过剩产能、扩大就

业的途径［３６］ 。 在此情境下，继十六大提出城乡统

筹发展和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十六届

五中全会系统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我
国正式进入以“两个反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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哺农村）为特征的城乡协调发展时期。
然而，新农村建设还必须面对它自身的内在

矛盾以及它与现行农村经济制度及治理结构的矛

盾。 其内在矛盾性表现在，一方面，它是我国在资

本和劳动力过剩背景下实施的解决三农困境、抵御

全面经济危机的新政，但另一方面，如温铁军所

言［３２］ ，我国因为不具备向外转嫁危机的条件，一直

以农村作为经济危机的转嫁对象，由此形成的路径

依赖势必使新农村继续承担制度成本，削弱其发展

能力。 在经济制度方面，由于自主经营的经济制度

导致农民组织程度降低，新农村建设已很难进行全

民动员；不仅如此，分散经营还使投向农村的资源

缺乏集约的对接平台，为了节省交易成本，外来资

源通常转向大农户或其他精英，加剧农村收益的分

配不公［３３］ 。 在治理结构方面，负责新农村建设的

地方政府在经历中央对地方的放权让利和分税制

之后，已经变得高度公司化［３７］ ，其自身利益经常与

农民利益出现错位。
因此，从分散的小农到人民公社社员再到自

主经营的小农直至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农民，农民在

我国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 他

们依然是中国社会最贫弱的人群。 图 ２ 和表 １ 显

示，虽然改革开放后农民的人均收入有所提高，但
他们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始终大大低于城镇居民，其
差距在 ８０ 年代中期以后进一步拉大。 农村家庭在

通信、文化、教育等领域的支出低于城镇所有收入

水平家庭的同类支出。 农民教育水平虽然在改革

开放后有了显著提高（农村劳动力中文盲半文盲率

从 １９８４ 年的 ２７􀆰 ３％下降到 ２０１１ 年的 ５􀆰 ５％ ），但截

至 ２０１１ 年，依然有近 １ ／ ３ 的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

程度未超过小学水平（见图 ２）。

图 ２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及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数据来自《中国统计摘要２０１３》，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数据来自《中国农村住户调

查年鉴 ２０１０》、《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 ２０１１》

５　 中国农民信息获取机会的结构性劣势
分析

５􀆰 １　 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在当代社会，信息基础设施多指依托现代通

信技术、保证信息传递传播的物理设施，包括电报

电话设施、广播电视设施、计算机网络设施等。 建

国以后，我国的信息基础设施长期分为电信和广电

两大部分，分别由不同政府部门监管。
电信设施向农村的延伸始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此后经历了发展、衰退、再发展的过程。 《１９５６—
１９５７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提出，“从 １９５６ 年开始，

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 ７ 年或者 １２ 年内，完成乡和

大型合作社的电话网”。 在此目标推动下，农村电

信设施得到较快发展，农村与城镇每百人拥有的电

话数量之比从１９５５ 年的４％上升到６０ 年代的１４％
左右，并大致维持此比例至 ８０ 年代中期［１６］ 。 但由

于这时期的计划经济尚未对电信设施形成显著需

求（电信的主要任务是为党政军服务［３８］ ），我国电

信设施整体上十分落后。
改革开放陡然暴露了电信设施对经济活动的

制约。 １９７９ 年，邮电部发起有关电信业定位的讨

论，确立了邮电通信的生产力地位，“名正言顺”地
将电信业纳入了正在开始的经济改革，并赋予它优

先发展的地位。 在国有化计划经济体制下，加快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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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农村家庭平均每人每年交通通讯及文教娱乐支出及其与城镇家庭同类支出比值

农村家庭平均

每人每年两项

支出之和（元）

与城镇最低

收入家庭同

类支出比

与城镇较低

收入家庭同

类支出比

与城镇中等

收入家庭同

类支出比

与城镇较高

收入家庭同

类支出比

与城镇最高

收入家庭同

类支出比

１９９２ ５６􀆰 ０１ ０􀆰 ５３ ０􀆰 ３６ ０􀆰 ３０ ０􀆰 ２５ ０􀆰 １６

１９９３ ７５􀆰 ７９ ０􀆰 ５４ ０􀆰 ３６ ０􀆰 ３０ ０􀆰 ２４ ０􀆰 １３

１９９４ ９９􀆰 １３ ０􀆰 ５８ ０􀆰 ３７ ０􀆰 ２７ ０􀆰 ２２ ０􀆰 １２

１９９５ １３６􀆰 １５ ０􀆰 ６０ ０􀆰 ３８ ０􀆰 ３０ ０􀆰 ２４ ０􀆰 １４

１９９６ １７９􀆰 ５４ ０􀆰 ６７ ０􀆰 ４１ ０􀆰 ３３ ０􀆰 ２７ ０􀆰 １６

１９９７ ２０２􀆰 １ ０􀆰 ６９ ０􀆰 ４０ ０􀆰 ３２ ０􀆰 ２５ ０􀆰 １５

１９９８ ２２０􀆰 １ ０􀆰 ６４ ０􀆰 ３９ ０􀆰 ３１ ０􀆰 ２４ ０􀆰 １５

１９９９ ２３７ ０􀆰 ５８ ０􀆰 ３６ ０􀆰 ２８ ０􀆰 ２２ ０􀆰 １４

２０００ ２７９􀆰 ８ ０􀆰 ６５ ０􀆰 ３７ ０􀆰 ２９ ０􀆰 ２２ ０􀆰 １３

２００１ ３０２􀆰 ６ ０􀆰 ６３ ０􀆰 ３６ ０􀆰 ２８ ０􀆰 ２２ ０􀆰 １３

２００２ ３３８􀆰 ８ ０􀆰 ７１ ０􀆰 ３６ ０􀆰 ２６ ０􀆰 １９ ０􀆰 ０９

２００３ ３９８􀆰 ２１ ０􀆰 ７９ ０􀆰 ３９ ０􀆰 ２８ ０􀆰 ２１ ０􀆰 ０９

２００４ ４４０􀆰 ２６ ０􀆰 ８０ ０􀆰 ３８ ０􀆰 ２８ ０􀆰 ２１ ０􀆰 ０８

２００５ ５４０􀆰 ４６ ０􀆰 ９１ ０􀆰 ４３ ０􀆰 ３１ ０􀆰 ２２ ０􀆰 ０８

２００６ ５９３􀆰 ８９ ０􀆰 ８９ ０􀆰 ４３ ０􀆰 ３１ ０􀆰 ２２ ０􀆰 ０８

２００７ ６３４􀆰 ０６ ０􀆰 ８３ ０􀆰 ４０ ０􀆰 ２９ ０􀆰 ２１ ０􀆰 ０８

２００８ ６７４􀆰 ７１ ０􀆰 ８８ ０􀆰 ４２ ０􀆰 ３０ ０􀆰 ２１ ０􀆰 ０８

２００９ ７４３􀆰 ４７ ０􀆰 ８７ ０􀆰 ４１ ０􀆰 ２９ ０􀆰 １９ ０􀆰 ０７

２０１０ ８２７􀆰 ８２ ０􀆰 ８７ ０􀆰 ４０ ０􀆰 ２７ ０􀆰 ２０ ０􀆰 ０７

２０１１ ９４３􀆰 ３９ ０􀆰 ８２ ０􀆰 ４１ ０􀆰 ２８ ０􀆰 １９ ０􀆰 ０８

数据来源：中经网统计数据库查询与辅助决策系统，其原始数据来自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

信设施建设必须解决两大问题：初始资本和发展激

励问题。 我国决定收取初装费解决初始资本问题，
实施高度优惠政策解决邮电部门的激励问题。 昂

贵的初装费超出了绝大多数农村居民的承担能力，
而优惠的激励政策则使电信部门在社会责任和部

门利益之间更趋向部门利益。 １９９４ 年以后，我国通

过邮电分营、政企分离、成立联通、拆分中国电信等

电信业改革，进一步确立了国有化电信企业的竞争

格局。 电信企业在城市展开激烈竞争，农村被进一

步边缘化。 其结果是，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至 ９０ 年代

末，我国已通电话村的比例先是持续下降，而后徘

徊不前（见图 ３）。
农村电信设施的显著改善始于本世纪初。

２００１ 年信息产业部提出要在“十五”期间实现 ９５％

以上的行政村通电话。 ２００４ 年，在“十五”接近尾

声、解决三农问题不断攀升为国家战略的时刻，信
息产业部下发《关于在部分省区开展村通工程试点

工作的通知》，同时出台了 《农村通信普遍服

务———村通工程实施方案》。 该方案以行政命令

的方式，指定六家电信企业“分片包干”承担通信

普遍服务义务，以实现“全国 ９５％以上行政村通电

话”的目标。 ２００７ 年，信息产业部进一步提出，“十
一五”期间要让全国已通电的 ２０ 户以上自然村通

上电话。
农村广播网的建设也始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１９５０ 年，政务院新闻总署决定在全国建立广播收音

网；《１９５６—１９５７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进一步提

出，分别在 ７ 或 １２ 年内在不同地区普及农村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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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我国不同年份广播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及已通电话行政村比例

数据来源：广播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数据来自１９８１—２０１２ 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以及《中国广播电视年鉴 １９８６》，已通电

话行政村比例来自：《中国农业发展报告 ２００１》、《中国农业发展报告２０１２》。 其中１９９４ 年和１９９５ 年已通电话行政村比例

数据缺失，这里是根据前一年的增长比例估算得出。

网。 与电报电话等设施不同，广播电视从一开始就

被视为全民宣传动员的工具。 这样的工具若要发

挥作用，必须满足两个条件。 首先它必须统一声

音，为此必须被高度控制；其次它必须高度普及。
正因为如此，虽然广播电视与电话同属广义电信

业，其农村覆盖率却始终超过电话，且发展相对稳

定。 文革期间，虽然很多经济社会领域都遭受冲

击，农村广播网却得到迅速发展［３９］ 。 至１９７３ 年，全
国 ９５％ 的生产大队、９１􀆰 ４％ 的生产队通了有线广

播，６１􀆰 ５％的农户安装了广播喇叭［３９］３１７。 改革开放

后，广播电视事业虽然也启动了责任下放（四级办

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和市场化经营，
却并未因财政投入减少而陷入停滞，相反，对广告

收益的期许极大地激发了地方办广播电视的热情，
显著提高了广播电视的人口覆盖率［４０］ 。 １９９８ 年，
原广电部和国家计委启动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
截至 ２０１１ 年底，我国广播电视的综合人口覆盖率

已分别达到 ９６􀆰 ０９％和 ９７􀆰 １０［４１］ 。

５􀆰 ２　 农村信息服务供给

建国以来，我国在农村建立了很多具有信息

服务功能的组织，这些组织以及后来依托农村 ／ 农
业信息化而开展的信息服务活动，构成了我国农村

信息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农技推广和文化信息服务可谓是我国最早开

展的有组织的农村信息服务。 农技推广服务起步

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初，旨在通过推广农业新技术促

进增产增收。 如前所述，当时我国正在启动以重工

业为主的工业化道路，需要最大限度地从农业提取

剩余。 然而我国历史上一直是资源紧缺型国家，人
均耕地面积很少（根据相关的耕地面积数据［４２］ 和

人口数据［４３］ 计算，１９４９ 年我国人均耕地 ０􀆰 １８ 公

顷），可提取的农业剩余很低。 面对工业化所需的

资本积累，提高农业生产率就成为影响整个国民经

济的战略性目标。 １９５３ 年，农业部颁布《农业技术

推广方案》 （草案），正式启动农技推广工作。 此

后，我国农村经济制度虽几经变化，但都比较注重

农技推广服务，这从我国频繁出台的相关政策、法
规、文件、工程就可略见一斑（见表 ２）。 其间相对

低落的时期出现在 １９５９—１９６１ 年、文革期间以及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４４ －４５］ 。 根据刘东的历史研究［４５］ ，
这三段低落时期都有其宏观政治经济背景。
１９５９—１９６１ 年的宏观背景是全国范围的饥荒。 根

据温铁军的研究，这事实上是新中国出现的首次经

济危机，也是我国向农村转嫁危机的开端［３２］ 。 为

了应对危机，国家出台了动员进城农民返乡和精简

机构人员的政策，全国约有 １ ／ ３ 的农技推广站被精

简。 文革期间的宏观背景则是全国范围的动乱。
它使渐趋恢复的农技推广工作再次陷入停顿，多数

推广机构被撤销［４５］ 。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宏观背景

则是经济改革以及中央对地方的放权让利（温铁军

称之为“甩包袱”）。 在这个过程中，中央政府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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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建国以来我国农技推广和文化领域的部分政策、服务项目及服务点数量

信息服务 年份 相关法规、政策、文件、项目、工程 不同时期服务站点数量

农技

推广

１９５３ 农业部《农业技术推广方案》（草案）

１９５４ 农业部《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站条例》

１９７４ 农林部等《关于建立健全四级农业科学实验网的意见》

１９８０ ～１９８４ 中央一号文件：办好县一级推广机构

１９８１
国家农委等《关于切实加强农业科技推广工作，加速农业发展的联合

通知》

１９８３ 农牧渔业部《农业技术推广条例》（试行）

１９８４ 农牧渔业部颁布《农业技术承包责任制试行条例》

１９８７ 农牧渔业部《关于建设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若干决定》

１９９１ 国务院《关于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通知》

１９９３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农业技术推广法》

１９９９ 农业部等《关于稳定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意见》

２００２
农业部《关于做好农村信息服务网络延伸和农村信息员队伍建设工

作的意见》

２００３ 农业部等《关于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

２００４ 农业部《关于推进农业科技入户工作的意见》

２００５
科技部《农业科技“１１０”信息服务模式推进方案》；

农业部《关于开展三电合一农业信息服务试点工作的通知》

２００６ 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改革加强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的意见》

２００７ 农业部关于启用“１２３１６”短信息服务专用代码的通知

１９５４ 年底，我国建成农

技推广站 ４５４９ 个；到

１９５６ 年，增至１６􀆯 ４６６ 个。

文化

信息

１９５６ 《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提出在全国建设农村图书网

１９８５ “六五”规划提出县县有图书馆，乡乡有文化站

１９９４ 文化部等启动“万村书库”文化扶贫工程

１９９６
中宣部等十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

的通知》

１９９７ 中宣部、文化部等共同发起并组织实施“知识工程”

２００２ 文化部和财政部启动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２００５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文化部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建设的意见》

２００６ 发改委和文化部启动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

２００７
中组部正式启动全国农村党员干部远程教育；新闻出版总署启动农

家书屋工程

１９５６ 年底，全国有文化

馆图书室 ２３３２ 个，农村

图书室 １８２􀆯 ９６０ 个；１９５８

年６ 月，全国文化馆图

书室 ２６５７ 个，农村图书

室 ２８８􀆯 ３２６ 个；２０１１ 年，

文化信息共享工程的村

级服务点已达 ６０２，０００

个，覆盖９９％的行政村，

全国农村党员干部远程

教 育 接 收 点 超 过

７００􀆯 ０００ 个。

数据来源：农技推广站的数量来自：许建文 􀆰 中国当代农业政策史稿 􀆰 中国农业出版社，２００７，１００ 页；农村图书室数量来

自：陈源蒸， 张树华， 毕世栋编 􀆰 中国图书馆百年纪事：１８４０—２０００􀆰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０４，１３９ 页、１４８ 页、１６２

页；全国文化信息共享工程的数据来自：文化部社会文化司 􀆰 文化部关于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暨公共电子阅览室

建设试点工作督导情况的通报，２０１２􀆰 ｈｔｔｐ： ／ ／ ５９􀆰 ２５２􀆰 ２１２􀆰 ６ ／ ａｕｔｏ２５５ ／ ２０１２０２ ／ ｔ２０１２０２２７＿２８１８７􀆰 ｈｔｍｌ；全国农村党员干部远

程教育接收点数据来自：中央政府网站 􀆰 全国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网络建设工作综述，２０１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ｊｒｚｇ ／ ２０１２⁃１０ ／ １５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２４４０５７􀆰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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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了经济地位已经下降的农业和农村（１９８０ 年，
第一 产 业 占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的 比 例 已 降 为

３０􀆰 ４％ ［４６］ ），把大部分事权下放给地方政府，同时

鼓励按市场化方式经营农村公共服务。 由于经费

难以保障，不少地区的农技推广工作出现了“线断、
网破、人散”的局面［４７］ 。

以图书馆（室）为主要组织形式的文化信息服

务也起步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１９５６—１９５７ 年全国

农业发展纲要》提出，用 ７ ～ １２ 年时间基本普及农

村文化网，建立健全包括文化站、图书室在内的农

村文化组织。 从图书馆发展史料看，农村图书馆的

发展极不稳定，呈大起大落的波浪式发展轨迹。 在

波浪的高峰期，很多地区都出现过接近全覆盖的乡

镇甚至村级图书馆，而在波浪的低谷期，甚至发达

地区的农村图书馆也所剩无几［４８］ 。 在这种发展模

式中，波峰出现的主要动力是周而复始的农村图书

馆建设运动或工程，波谷则是运动 ／ 工程结束后农

村图书馆的自生自灭［４８ －４９］ 。 “十一五”时期，受新

农村战略目标和注入资源的驱动，我国再次高调启

动农村文化信息服务工程（这次除农家书屋，还有

文化信息共享工程基层服务点、全国农村党员干部

远程教育接收点），将图书馆等文化信息服务建设

再度推向高峰。
农村图书馆史研究已经探讨过为什么周而复

始的图书馆建设难逃谷底命运［４８ －４９］ ，但同样值得

探究的是，我国为什么要前仆后继地发起此类运动

或工程。 对不同时期相关政策的分析显示，贯穿于

历次运动的最执着动因就是对农民进行宣传教育

（即动员改造），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

律的社会主义新型农民。 周而复始的农村图书馆

建设因此代表了国家对一道无解之题的不断求解：
制度化的二元体制锁定了农民身份，导致了与之相

适应的农民意识（所谓“存在决定意识”），而国家

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却需要新型农民，因而需要

通过各种方式对农民进行教育改造。 尽管几乎是

屡试屡败，但对地方政府而言，当农民的教育改造

攀升至国家战略的时候，兴办图书馆毕竟是比较容

易操作的策略。
除了农技信息和文化信息，以市场信息为主

的经济信息在改革开放后也日趋重要。 “十五”期
间，农业部曾按“六个一”标准（一间房子、一套设

备、一条电话专线、１ ～２ 名专职或兼职人员、一套组

织网络、一套管理和服务制度）建设农村经济信息

服务站；“十一五”期间，工信部提出按“五个一”标
准（一处固定场所、一套信息设备、一名信息员、一
套管理制度、一个长效机制）建设农村综合信息服

务站；商务部还尝试建设商务信息服务站。

５􀆰 ３　 农村信息资源开发

本文的信息资源开发指面向三农，通过专门采

集或二次加工及整合，形成信息资源集合（如汇编

或数据库）的活动。 由于本研究比较依赖现有历史

研究，而有关农村信息资源开发的历史研究很少，
因而此项考察不得不依据报纸期刊上的零散资料，
难免粗糙；即便如此，本研究依然发现，伴随我国农

村发展的三个阶段，农村信息资源开发也经历了比

较显著的变化。 在计划经济时代，信息资源开发的

主要形式是农情报告和农业统计，主要目的是支持

政府决策；由于农产品实施统购统销，市场弱小，信
息内容主要关乎生产活动，较少涉及经济活动和市

场行情［５０］ 。 有关这一时期信息资源开发的规模，
虽然不存在系统的统计资料，但从开发目的和内容

的单一性推断，其数量势必十分有限。 改革开放带

来了信息资源开发动因及环境的首次变化：农民对

信息的依赖因其自主决策需要而显著提高，而信息

采集的难度则因生产经营活动的分散而显著增加。
为此，各地涉农部门都在农村设置了固定的观察

点 ／ 信息采集点，聘用了信息联络户或信息员，保证

信息采集的力度。 借助于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
１９９４ 年启动的金农工程进一步推动了农村信息采

集、发布及数据库开发。 本世纪初以后，农村信息

资源开发再次发生显著变化。 首先，随着电信企业

开始战略转型———从基础网络运营商转向综合信

息服务提供商，主要电信运营商陆续建成了“农信

通”、“信息田园”、“金农通”等全国性农村信息服

务平台，加快了农村信息资源的商业化开发。 据报

道，截至 ２０１２ 年底，仅移动公司的“农信通”就整合

涉农信息超过 ６􀆯 ３００ 万条，服务农信通客户 ４􀆯 ３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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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户［５１］ 。 其次，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启动，更
多的政府涉农部门开始依据自身使命，参与到农村

信息资源开发过程。 除了农业部依托“金农工程”
开发的信息资源，还有科技部依托星火计划、文化

部依托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中组部依托全国农

村党员干部远程教育工程、商务部依托“信福工

程”以及各级政府涉农部门依托自己网站开发的资

源。 信息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广泛参与使这一时期

的农村信息资源开发远远超越了信息采集与整理

的内涵，开始包括信息采集、信息发布、数据库开

发、资源整合等多个方面；信息资源的应用范围也

超越政府决策而涵盖农民生产经营和宣传教育等

广泛领域；与此相适应，信息资源开发规模达到历

史最高水平。 截至 ２０１１ 年底，仅文化信息资源共

享工程开发的资源就达 １３６􀆰 ４ＴＢ［５２］ 。

５􀆰 ４　 农民信息技术接入

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现代信息技术已经成

为信息获取的重要条件。 这里重点考察我国农民

对电视、电话、电脑和互联网的接入情况。 如图 ４
所示，我国农民对上述信息技术的采用率都经历了

较快增长。 但与城镇居民的同类技术接入率相比，
却始终落后。 ２０１１ 年农村每百户彩电和电话拥有

量分别占到城镇居民的 ８５％ 和 ８１％ ；每千户电脑

拥有量和每千人网民数量分别仅占城镇居民同类

指标的 ２２％和 ３８％ 。

图 ４　 农村居民信息技术接入率及其与城镇居民同类技术接入率的比率

注：电话数为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之和。 数据来源：农村电视、电话、电脑数据来自《中国住户调查年鉴 ２０１１》、《中国统计摘

要２０１２》；城市电视、电话、电脑数据来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１９４９—２００８》、《中国统计摘要 ２０１２》；城乡互联网数据

来自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ＣＮＮＩＣ）公布的历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２０１０ 年中国农村互联网发展状况调

查报告》（其中２０１１ 年数据根据互联网信息中心公布的数据及《２０１１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公报》的人口数据计算）。

　 　 将农民信息技术接入率曲线与农村家庭人均

收入曲线、农村劳动力教育程度曲线（图 ２）及农村

信息基础设施覆盖率曲线（图 ３）进行对比可以看

出，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以后，上述曲线大都呈现稳定

增长态势，且后三类曲线比信息技术接入率曲线平

缓。 直观而概略地说，这表明农民信息技术接入率

与其人均收入、教育程度和信息设施覆盖率之间存

在较强的相关关系，即后三类变量增加一小点，信
息技术接入率随之增加一大点。 然而，如果我们把

各类变量的城乡差距变化考虑在内，就会发现，农
民信息技术接入率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实际关系远

比上述直观印象复杂。 首先，尽管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中期以后，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但城乡电视和

电话接入率差距却在持续缩小，趋势和速度均未受

到城乡收入差距加剧的影响（图 ４）。 其次，农民的

电脑和互联网接入率不仅在每个时期都大大低于

电视电话接入率，而且与城镇居民的接入率差距也

更大，其中互联网接入率追赶城镇居民的速度近年

来还出现了趋缓势头。 这些现象表明，同样的结构

因素对不同技术的接入具有不同影响：信息基础设

施覆盖率在更大程度上影响电视电话接入，而收入

和教育水平在更大程度上影响电脑和互联网接入。
产生这种关联的原因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①电视

电话的价格相对较低；②电视具有信息娱乐双重功

能而电话具有显著的外部性（拥有电话惠及亲朋好

友），足以让农民产生“节衣缩食也要购买”的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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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③这两类设施操作简单，不需具备特定知识

和技能就可接入。 所有这些都有可能减弱收入和

教育水平对电视电话接入的制约，相对突出信息基

础设施的影响。 相比之下，电脑和互联网的娱乐性

和外部性不像电视电话那么明显直观，不足以让农

民产生突破收入局限的需求；它们对使用技能的要

求则可能激活教育水平的限制作用。 当收入和教

育水平的制约足够大，基础设施的改善就很难产生

效果。 这或许就是为什么电话和互联网同样依托

电信基础设施却拥有完全不同的接入率的原因。

６　 讨论：中国农民的结构性信息劣势及其
原因探析

上一节根据已有相关理论，考察了我国农民

的信息获取机会及其影响因素：首先考察了不同时

期信息基础设施、信息服务、信息资源的获取机会

以及国家、市场、城市的影响；其次考察了不同时期

农民的信息技术接入情况以及信息基础设施覆盖

率、农民收入及教育水平的影响。 本节对上述考察

结果展开讨论，对现有理论的解释力进行评估和

修正。

６􀆰 １　 农民信息技术接入的影响因素

对农民信息技术接入情况的考察结果显示，
在所有历史阶段，农民的信息技术接入水平都落后

于城镇居民。 根据现有理论，这层指标所反映的农

民信息劣势主要归因于：地域劣势导致的信息基础

设施落后、收入及教育水平低下导致的购买及利用

能力不足等因素。
本研究的数据分析显示，上述因素对不同技

术的接入具有不同影响：信息基础设施在更大程度

上影响农民的电视电话接入，收入和教育水平则对

电脑和互联网接入有更大影响。 这种关联的主要

原因可能在于：电视的信息 ＋ 娱乐双功能、电话的

显著外部性、两大设施的易操作性、其低端产品相

对便宜的价格，足以使农民对其产生强烈需求，并
给予优先的消费考虑。 相比之下，电脑和互联网的

娱乐性和外部性不像电视电话那么直观，价格相对

昂贵，操作依赖特定技能，因而在更大程度上受到

收入及教育水平的制约。 这一结果表明，即使是物

理意义的技术接入，也涉及农民对技术价值的主观

判断，并受到技术特性等调节变量的影响。 因而，
现有理论模型无论以哪些因素（农村信息基础设

施、农民收入水平、教育水平等）作为自变量，都未

必能解释其考察对象之外的其他技术接入，更不用

说其他方面的信息劣势。

６􀆰 ２　 农村信息基础设施 ／资源 ／服务影响因素

对农村信息基础设施 ／ 服务 ／ 资源的考察结果

显示，在城乡可比的信息基础设施和服务方面，农
村同样远远落后于城市。 以电信设施为例，农村电

信设施的覆盖率不仅长期低于城市，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还经历了不进反衰的局面。 再以图书馆服务

为例，建国以来，农村图书馆服务虽然数次受到自

上而下的运动或工程推动，但直到最近，农村依然

缺少稳定的专业化图书馆服务。 这一层次的考察

同时发现，农村信息基础设施 ／ 服务 ／ 资源无论从横

向（不同类别）或是纵向（不同时期）看，都不存在

整齐划一的获取机会。 从横向来看，在特定时期，
不同设施 ／ 服务 ／ 资源的建设经常存在很大差异。
在信息基础设施方面，广播电视设施一直比电信设

施更普及，发展也更稳定，而且更早启动村通工程。
在信息服务方面，农技推广服务比其他信息服务更

受关注。 从纵向来看，同一种设施、服务或资源的

获取机会，在不同时期经常出现较大波动。 以电信

设施为例，农村电信设施发展最迟缓、水平最低的

时期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至 ９０ 年代，发展最快

的时期是 ２００４ 年启动村村通工程之后。 图书馆服

务则随各类文化工程的进退而跌宕。 这表明在关

乎农民生产生活、宣传动员、教育发展、民主参与、
社会交往、行动选择、问题处理、休闲娱乐的信息当

中，存在显著的获取机会差异。
如前所述，对于农民的上述劣势，现有理论提

供了两种解释。 一种认为，信息基础设施需要很高

的初始投入，而农村地域偏远、人口分散，很难吸引

基础设施资本，因而难免在市场的自然选择中落

伍。 另一种解释认为，在当代社会，随着信息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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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战略资源，信息产业吸引的资本规模日益壮

大，资本左右信息政策的力量日益增强；农村既然

不能在经济上成为资本青睐的市场，就注定不会在

政治上成为信息政策倾斜的目标，这就难免导致农

民在信息基础设施 ／ 服务 ／ 资源的配置中被全面边

缘化。 尽管这两种理论都可以用来解释城乡差距，
但由于它们都假定资本的主导作用并假定资本具

有连贯一致的运行逻辑（如总是追逐高回报市场并

力图结盟政府），因而很难解释农村信息设施 ／ 服
务 ／ 资源获取机会的内部差异。

本研究对农村信息设施 ／ 服务 ／ 资源的历时性

考察显示，影响其发展水平的主要力量是宏观领域

的经济政策（如电信业的市场运作）和制度变迁

（如对地方政府的放权让利），而不是微观领域的

资本选择。 这意味着，我国农民信息获取机会的根

本决定因素，并非资本的经济利益及其影响的国家

信息政策，而是国家意志及其决定的权力关系及市

场架构。 正如上一节所显示的，国家对农民信息获

取机会的决定作用表现在很多方面：决定农民信息

获取的优先次序、决定信息设施 ／ 服务 ／ 资源的提供

方式、界定中央及地方政府的责任分工、创建信息

获取的市场环境或允许市场自下而上形成、干预市

场运作等。
在我国农村发展史上，有四个节点上的国家

行为及其影响可以说明国家对农民信息获取机会

的决定作用，因而值得进一步分析。 一是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开始的工业化。 当时，为了服务于快速工

业化的需要，国家启动城乡二元体制以最大程度提

取农业剩余。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在农村信息领

域不可避免地面临两大战略任务：最大程度地提高

农业生产率、对农民进行最大程度的宣传动员。 受

这两大任务驱动，农业技术信息和宣传动员信息一

开始就得到优先考虑。 与此相关的广播电视设施、
农技推广服务、图书馆服务等也受到较多关注。 其

中有些服务（如图书馆服务）因其内在规律未得到

尊重往往在启动后不久就宣告失败，但对农民进行

改造的国家意志注定会在适当的时候重启这类服

务，从而形成了这类服务的起伏跌宕。 二是 ２０ 世

纪 ８０ 年代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放权让利。 此举

通常被解释为经济改革背景下调动地方政府积极

性的策略，但在温铁军看来，它是经济危机下的中

央政府“甩包袱”的行为［３２］ 。 不管怎样，它把包括

信息设施建设、信息服务在内的很多责任转移给了

地方政府，而很多地方政府又把它们甩给了市场；
在市场环境下，资本自然不会接手无利可图的“包
袱”，最后导致包括农技推广在内的很多信息服务

跌入低谷。 从表面上看，这时期农村信息设施 ／ 服
务之衰十分符合资本和市场的运行逻辑，但从本质

上说，它是国家在特定时期放任资本边缘化农村市

场的结果。 三是本世纪初的国家信息化战略及电

信普遍服务策略。 当时我国已明确提出“以信息化

带动工业化”发展战略，国民经济和社会的信息化

显著攀升政府议事日程，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已

不容被继续边缘化。 与此同时，新农村建设作为我

国解决三农困境、消化过剩产能的新政已呼之欲

出。 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村电信设施的落后不仅会

成为国家信息化及新农村战略的瓶颈，也势必成为

电信监管部门的政治成本。 因情势所需，原信息产

业部提出了电信普遍服务的目标。 尽管这一目标

与电信运营商的眼前利益并不一致并在开始时受

到后者的抵制［３９］ ，但国家依然通过行政命令，调动

电信企业的力量，采用分片包干的做法，在较短时

间内完成了电信设施对行政村的全覆盖。 四是

２００５ 年启动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如前所述，新
农村建设是我国在工业化基本完成、三农问题日益

严峻、农村需求存量亟待开发的背景下启动的农村

新政。 按照“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城乡协

调发展”的原则，这一新政开启了国家资源向农村

的重新配置，也吸引了各部门对农村的关注。 其中

农业部、科技部、工信部、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中
组部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农村信息设施 ／ 服务 ／ 资
源的建设，在农村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信息繁荣”
局面。 那些在资源竞争中优胜的部门也在很大程

度上主导了新农村信息设施 ／ 服务 ／ 资源的格局。
当把国家而不是资本视作决定农民信息获取

机会的核心结构因素，国家和资本的理论位置事实

上进行了置换。 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果说已有

理论是按资本的逐利本质解释了它在信息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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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逻辑，修正的理论应该按怎样的国家本质解释

其运行逻辑？ 在众多阐释国家本质的理论中，当代

新马克思主义学者 Ｏ􀆳Ｃｏｎｎａｒ 的理论最贴近本研究

的发现［５３ －５５］ 。 Ｏ􀆳Ｃｏｎｎａｒ 与其他新马克思主义学者

一样，认为国家是具有相对自主性的实体（ｅｎｔｉｔｙ），
有其相对独立的存在理由和目标，而不是单纯地充

当阶级统治的工具。 Ｏ􀆳Ｃｏｎｎａｒ 认为国家的基本目

标包括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一是保证资本积累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二是维护政权合法性（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
ｔｉｏｎ）。 这两个方面又分别通过维持经济增长、维护

社会和谐稳定而保证了经济与社会的双重再生产。
在历史的不同时期，国家不仅可能在两大目标间做

出优先次序调整，而且会根据两大目标的需要调整

其实现策略，即改变具体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
会管理制度以及宣传动员机制。 如前所述，保障积

累的目标确实驱动了我国不同时期的农村发展战

略和制度安排。 为了满足工业化原始积累的需要、
调整工业结构的积累需要、产能与劳动力过剩压力

下的积累需要，国家在不同时期分别实施了不同的

农村经济制度以保障积累，包括通过集体经济和人

民公社制度提取最大剩余、通过联产承包制度退出

经济地位下降的三农、通过“反哺”盘活农村需求

存量。 在这个过程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农村都因为

高度积累而深陷贫困，因而积累的过程始终伴随着

政权合法化任务。 国家除了依赖庞大的行政体系，
也十分依赖宣传动员机制维护政权合法化。 农民

的信息获取机会也因此在保障积累和政权合法化

的目标下被决定：①由于被高度提取剩余，农村基

础设施建设长期滞后，农民长期贫弱，导致农民的

信息技术接入长期落后于城镇居民；②那些直接服

务于积累和政权合法化的信息设施 ／ 服务 ／ 资源

（如广播电视设施、农技推广服务）得到比较优先

的关注，导致农民信息获取机会的跨领域差异；③
不同时期的积累和政权合法化策略为农村的信息

设施 ／ 服务 ／ 资源带来了不同动力，导致农民信息获

取机会在时间序列上的变化。
在对中国农民的信息劣势做出上述解释之

后，我们不能不注意到，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围绕

其积累和合法化目标而实施的策略，除了决定信息

获取机会的城乡差距以及农民信息获取机会的内

部差异，还形成了“上头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农

村信息供给体制。 在快速工业化时期，我国为适应

高度积累的计划经济及政权合法化需要，建立了庞

大的、条块林立的行政体系；随后又因制度路径依

赖而长期维持了这一体系。 由于该体系的绝大部

分都与农村发展存在关联，一旦农村的信息基础设

施 ／ 服务 ／ 资源建设攀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就会有很

多部门参与其中，导致多头建设。 本世纪初以来

（即经济社会信息化提速和新农村建设启动之

后），农业部、科技部、文化部、组织部、新闻出版总

署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农村信息服务和信息资源

建设，重叠涵盖农业技术、农村生活、文化教育、方
针政策等领域。 多头建设的结果需要多重渠道进

行传播，于是从中央到省地县乡，仅仅推动这些信

息的传播就产生了庞大的组织体系和人员队伍，而
到了农村，由于不再有资源支持分散传递，所有多

头开发的信息便被堆砌起来，通过被称为“基层

点”的场所（通常都很简陋），由业余人员（通常是

兼职的村干部）负责管理，由此形成“上头千条线，
下面一根针”的传递方式。 至少从一定意义上说，
为改善农民信息获取机会而配置的资源，首先要撑

起“千条线”的运作，其次才支撑“一根针”的生存。
不难想象，无论“千条线”开发的资源如何丰富，质
量如何优秀，在经过“一根针”的业余化传递之后，
都难免再度贫乏。 如果“千条线”提供的信息本来

就存在质量或适用性问题，那么在经过“一根针”
的传递之后，难免贫上加贫。

７　 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我国农民信息技术接入情况及

农村信息基础设施 ／ 服务 ／ 资源建设情况的考察，再
次证明，在城乡二元结构中，农民不仅是社会经济

意义上的贫弱阶层，也是信息不平等意义上的贫弱

人群。 这表现在：①农民对电视、电话、电脑、互联

网等主要技术的接入率都落后于城镇居民，其中电

脑和互联网的差距尤其显著。 ②在城乡可比信息

基础设施 ／ 服务 ／ 资源建设方面，农村也长期落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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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③虽然在几乎所有历史时期，都存在自上而

下的涉农信息服务和信息资源开发，但其关注点始

终集中在生产经营及宣传教育（动员改造）方面，
较少考虑关乎农民其他福祉（如民主参与、权利维

护、个人发展、社会交往、子女养育、问题解决等）的
信息服务和资源。 ④即使是相对受到关注的信息

服务，其发展也极不稳定。 例如，农技推广服务作

为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途径，尽管从一开始就受到

较多关注，但在上世纪 ５０ 年代末、６０ 年代末及 ８０
～９０ 年代，也先后因为城市向农村转嫁危机、文革

以及政府退出三农而出现过阶段性低落。 同样，农
村图书馆作为对农民进行教育改造的设施虽然经

常成为运动式发展的对象，但也恰恰因为运动的短

效性而呈现周期性跌宕。 ⑤自上而下提供的农村

信息服务和信息资源主要依赖“上头千条线，下面

一根针”的传递机制，由于“一根针”的力量十分薄

弱，它对“千条线”的式微在所难免。
面对如此复杂的农民信息劣势，现有理论的

解释力明显不足。 把农民信息劣势归因于其地域

劣势、收入和教育水平等因素的理论模型，不仅无

法解释农民信息劣势的完整图景，即使专门解释信

息技术接入劣势，也不具有跨技术的解释力。 本研

究发现，我国农民的电视电话接入在更大程度上与

农村信息设施的发展同步，电脑和互联网接入则在

更大程度上与农民的收入及教育水平相当。 把农

民信息劣势归因于“谁决定什么资源向何处配置”
的权力 ／ 利益关系的思路，虽然直指农民信息劣势

的深层根源，但现有理论提供的答案———资本通

过市场并与权力结盟决定资源配置———同样不具

有跨历史时期和跨信息领域的解释力。
本研究显示，把国家意志及其决定的权力关

系和市场架构作为核心结构因素，可以大大提高对

我国农民信息劣势的解释力。 国家作为相对自主

的实体，为实现其资本积累和政权合法化目标，长
期对农民实施“多取少予”和宣传教育（动员改造）
政策。 这样的“国家—农村”关系不仅导致农民长

期贫弱，而且决定了农村信息供给不可能以农民的

“增力赋权”（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为导向。 农民的长期贫

弱使他们在市场环境下毫无竞争力可言，因而在由

市场决定的信息设施 ／ 服务 ／ 资源配置中（改革开放

至本世纪初）始终处于劣势；信息供给中“增力赋

权”导向的缺失，则使国家更关注农民信息获取对

社会产生的外溢价值（生产效率、宣传动员、稳定和

谐），而不是对农民自身产生的内部价值。 不仅如

此，“多取少予”的制度安排还派生了“上头千条

线，下面一根针”的农村信息供给方式。 由于“一
根针”的力量不足以向农民有效传递来自“千条

线”的服务和资源，这种方式往往连“提高农业生

产率、宣传教育农民”的外溢价值也很难产生。 那

些出于国家利益，经过“千条线”利益分享而后形

成的“一根针”，难免被农民进一步撇弃。
与此同时，国家在不同时期针对积累和政权合

法化目标而实施的战略或策略调整，也会赋予三农

以不同的角色定位，出台不同的农村经济制度、治
理结构和宣传动员机制，从而对农村信息设施 ／ 服
务 ／ 资源建设形成不同动力，进而形成不同格局的

信息获取机会。 例如，同样是为了保证积累，工业

化初期的策略是提取农业剩余，而产能过剩时期的

策略则是挖掘农村需求存量，后者又以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为平台，以加大三农投入、改善农村基础

设施等为具体措施，从而带动“千条线”向农村输

送了大量信息资源。
把国家确认为影响农民信息获取机会的核心

因素是本研究对现有结构性理论的主要修正。 修

正理论与 Ｏ􀆳Ｃｏｎｎａｒ 国家理论的内在一致性表明，它
虽然源于中国现实，对其他国家也可能适用。 但需

要指出的是，这一理论仅基于对物理“接入”和“拥
有”等信息获取机会的考察，未必适用于“利用”、
“吸收”等信息获取过程。 尽管有大量证据表明，
除了大众传媒（特别是电视），农民很少利用自上

而下提供的信息［５６］ ，但由于我们无法判断“不利

用”的性质———究竟代表由外部因素（如教育程

度）决定的客观状态，还是代表农民对特定信息的

主观“抵抗”，即无法剥离结构与主体能动性的作

用，因而无法单纯从结构的角度做出解释。 结构性

分析的局限也正是本研究所阐释的理论的局限。
根据本研究得出的理论，我国农民的信息劣势

需要国家彻底反思农村信息供给的导向和方式：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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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动员改造导向的信息供给，增加“增力赋权”导

向的信息供给；减少上头的“线数”和中间环节，增
强基层信息服务的力量。 然而，当农村对资本积累

的价值主要表现为需求存量，当政权合法化面临社

会转型时期各种矛盾的挑战，国家针对农村信息供

给做出反思的动力和机制必定是有限的。 在这样

的情况下，或许最接近于应有反思效果的是长三角

和珠三角等地区正在尝试的农村信息服务实践，即
通过强化图书馆职业的专业化力量，重组农村信息

服务。 因为这样一来，图书馆职业对“千条线”资

源的整合就可以弥补现有信息供给方式的缺陷，而
他们凭借专业技能对信息有用性 ／ 可用性的增强，
则可弥补信息供给导向的不足。

附录 本研究分析的有关农村信息基础设施、信息

服务、信息资源的政策文本

１９５５ 年《国务院关于在农业、畜牧、渔业生产

合作社重点建立收音站的指示》 ＋ 人民日报《发展

农村广播网》；１９５６ 年《１９５６—１９５７ 年全国农业发

展纲要》；１９８３ 年《农业部关于实施农业技术推广

工作条例（试行）》；１９９２ 年《邮电部关于进一步加

强农村邮电通信工作的若干意见》；１９９８ 年《文化

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１９９９ 年

《国家计委·国家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广

播电视覆盖工作的通知》 ＋ 全国村村通广播电视现

场会会议纪要；２００４ 年《农村通信普遍服务———村

通工程实施方案》；２００５ 年《文化部、财政部关于进

一步加强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建设的意

见》；２００６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新时

期广播电视村村通工作的通知》；２００７ 年《关于在

全国农村开展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工作的意

见》；２００７ 年《“农家书屋”工程实施意见》；２００９ 年

《农村综合信息服务站建设和服务基本规范（试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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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ｉｌ， １９７７􀆰 ｃｉｔｅｄ ｉｎ Ｋｅｍｐｓｏｎ Ｅ􀆰 Ｒｕ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ｄｖｉｃ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Ｊ］􀆰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１９８５， １（３）： １５８
－１６３．

［ ６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ｋｎｏｗ：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ａｄｖｉｃ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１９７８􀆰 ｃｉｔｅｄ ｉｎ Ｋｅｍｐｓｏｎ Ｅ􀆰 Ｒｕ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ｄｖｉｃ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Ｊ］􀆰 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１９８５， １（３）： １５８ －１６３．

［ ７ ］　 ＮＴＩ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ａｌｌ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Ｎｅｔ ＩＩ： Ｎｅｗ ｄａｔａ 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ｇ⁃
ｉｔａｌ ｄｉｖｉｄｅ􀆰 １９９８［Ｒ／ ＯＬ］􀆰 ［２０１３ －０６ －２７］．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ｎｔｉａ􀆰 ｄｏｃ􀆰 ｇｏｖ ／ ｎｔｉａｈｏｍｅ ／ ｎｅｔ２．

［ ８ ］　 Ｐｏｋｕ Ｋ， Ｖｌｏｓｋｙ Ｒ Ｐ􀆰 Ｂｒｉｄ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 ｕｒｂａ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ｖｉｄ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５３， Ｌｏｕｉｓｉａｎａ Ｆｏｒｅｓ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Ｌｏｕｉｓｉａｎａ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 ２００２［Ｒ／ ＯＬ］􀆰 ［２０１３ － ０６ － ２７］． ｈｔｔｐ：／ ／ ｓｃｈｏｌａｒ􀆰 ｌｉｂ􀆰 ｖｔ􀆰 ｅｄｕ ／ ｔｈｅｓｅｓ ／ ａ⁃
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 ｅｔｄ⁃０９２６２００５⁃１２３７４４ ／ ．

［ ９ ］　 ＮＴＩ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ａｌｌ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Ｎｅｔ ＩＶ：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
ｃｌｕｓｉｏｎ􀆰 ２０００［Ｒ／ ＯＬ］􀆰 ［２０１３ －０６ －２７］．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ｎｔｉａ􀆰 ｄｏｃ􀆰 ｇｏｖ ／ ｎｔｉａｈｏｍｅ ／ ｆｔｔｎ００ ／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００􀆰 ｈｔｍｌ．

０２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三九卷　 第二〇八期　 Ｖｏｌ􀆰 ３９􀆰 Ｎｏ􀆰 ２０８

［１０］　 Ｇｌａｓｍｅｉｅｒ Ａ Ｋ， Ｗｏｏｄ Ｌ Ｅ， Ｋｌｅｉｔ Ａ Ｎ􀆰 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 Ａ ｃｏｍｍｏｎ ｗｅａｌｔｈ

ｏｒ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ｖｉｄｅ？ ２００３［Ｒ／ ＯＬ］􀆰 ［２０１３ － ０６ － ２７］ ｈｔｔｐ：／ ／ ｐｏｖｅｒｔｙ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 ｍｉｔ􀆰 ｅｄｕ ／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

ｒｅｐｏｒｔ ／ 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ｒｅｐｏｒｔ􀆰 ｐｄｆ．

［１１］　 Ｒａｍíｒｅｚ Ｒ􀆰 Ａ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ｒ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ｔ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Ａ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Ｊ］􀆰 Ｔｅｌ⁃

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０１， ２５（５）： ３１５ －３３０．

［１２］　 Ｒｏｏｋｓｂｙ Ｅ， Ｗｅｋｅｒｔ Ｊ， Ｌｕｃａｓ Ｒ􀆰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ｖｉｄｅ ｉ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Ｉｓ ｒｕｒａｌ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ｌｏｏｓｉｎｇ ｏｕｔ？［Ｍ］ ／ ／ Ｔａｎ Ｆ Ｂ􀆰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ｅｓ， Ｔｏｏｌ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ＧＩ Ｇｌｏｂａｌ， ２００８．

［１３］　 Ｋｏｕｔｓｏｕｒｉｓ Ａ􀆰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ａ⁃ｒｕｒａ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ｖｉｄｅ：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ＣＴｓ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ａｒｍｉｎｇ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Ｃ］ ／ ／ ９ｔｈ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ＦＳＡ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Ａｕｓｔｒｉａ， ２０１０．

［１４］　 刘骏， 薛伟贤􀆰 城乡数字鸿沟测度指标体系及其实证研究［Ｊ］􀆰 预测， ２０１２（５）： ６８ － ７３􀆰 （Ｌｉｕ Ｊｕｎ， Ｘｕｅ Ｗｅｉｘｉａｎ􀆰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ｒｕｒａｌ⁃ｕｒｂａ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ｖｉｄ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Ｊ］􀆰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２０１２（５）： ６８ －７３． ）

［１５］　 林岚， 吴垠， 张军􀆰 “城乡数字鸿沟”问题与促进新农村建设的研究———以北京地区的实证调查为背景［Ｇ］ ／ ／

“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研讨会暨中国行政管理学会２００６年年会论文集􀆰 北京： ２００６􀆰 （Ｌｉｎ

Ｌａｎ， Ｗｕ Ｙｉｎ， Ｚｈａｎｇ Ｊｕｎ􀆰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ｖｉｄ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Ｂｅｉｊｉｎｇ［Ｇ］ ／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ｍｉｎａ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２００６ ａｎｎｕ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

ｔｉｏ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２００６． ）

［１６］　 Ｈａｒｗｉｔ Ｅ􀆰 Ｓｐｒｅａｄｉｎｇ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ｅｌｅｐｈｏｎ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ｖｉｄｅ

［Ｊ］􀆰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２００４， １８０（１）： １０１０ －１０３０．

［１７］　 Ｓａｗａｄａ Ｍ， Ｃｏｓｓｅｔｔｅ Ｄ， Ｗｅｌｌａｒ Ｂ， ｅｔ 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 ｒｕｒａｌ 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 ｄｉｖｉｄｅ ｉｎ Ｃａｎａｄａ： Ｕｓｉｎｇ ＧＩＳ ｉ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Ｊ］􀆰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２００６， ２３（３）： ４５４ －４７９．

［１８］　 Ｑｉｕ Ｊ Ｌ􀆰 Ｃｏｍｉｎｇ ｔｏ ｔｅｒｍｓ ｗｉｔｈ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Ｊ］􀆰 Ｃａｒｄｏｚｏ Ａｒｔｓ ａｎｄ Ｅｎｔｅｒ⁃

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０２， ２０（１）： １５７ －１８０．

［１９］　 Ｈｏｌｌｉｆｉｅｌｄ Ｃ， Ｄｏｎｎｅｒｍｅｙｅｒ Ｊ Ｆ􀆰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ｄｅｍ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Ｊ］．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２００３， ２０（２）： １３５ －１５０．

［２０］　 Ｐａｒｋｅｒ Ｅ Ｂ􀆰 Ｃｌｏ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ｖｉｄｅ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Ｊ］􀆰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００， ２４（４）： ２８１ －２９０．

［２１］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Ｋ􀆰 Ｇｅｏ⁃ｐｏｌｉｃｙ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ｒｏｌｅ ｉ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ｖｉｄｅ［Ｊ］􀆰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２００３， １９（４）： ２８７ －２９５．

［２２］　 Ｓｔｒｏｖｅｒ Ｓ􀆰 Ｒｕ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Ｊ］􀆰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０１， ２５（５）： ３３１ －３４７．

［２３］　 Ｇａｂｅ Ｔ Ｍ， Ａｂｅｌ Ｊ Ｒ􀆰 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ｖｉｄｅ［Ｊ］􀆰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２， ８４（５）： １２４６ －１２５２．

［２４］　 Ｚａｐｐａｃｏｓｔａ Ｍ􀆰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ｆｏｒ ｒ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ｒｏｍ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ｍｉｒａｇｅｓ［Ｊ］􀆰 Ｉｎｆｏ， ２００１， ３（６）：

５２１ －５３４．

［２５］　 Ｍｉｌｌｓ Ｂ Ｆ， Ｗｈｉｔａｃｒｅ Ｂ 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ｏｎ⁃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ｖｉｄｅ［Ｊ］􀆰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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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　 李超平􀆰 从全覆盖及可持续的角度看总分馆制及其建设主体的选择［Ｍ］ ／ ／ 于良芝，等􀆰 公共图书馆建设主体研

究———全覆盖目标下的选择􀆰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２０１１： ６０ －７１􀆰 （Ｌｉ Ｃｈａｏｐｉｎｇ􀆰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 ｏｆ ｍａｉｎ ａｎｄ ｂｒａｎｃｈ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Ｍ］ ／ ／ Ｙｕ Ｌｉａｎｇｚｈｉ， ｅｔ ａｌ􀆰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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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　 陆贵生􀆰 试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对我国农业信息工作的影响［Ｊ］􀆰 农业信息探索， １９８９（１）： ７ － ８． （Ｌｕ Ｇｕｉｓｈｅ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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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　 Ｏ􀆳Ｃｏｎｎｏｒ Ｊ􀆰 Ｔｈｅ ｆｉｓｃ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 ： Ｓｔ􀆰 Ｍａｒｔｉｎ􀆳ｓ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３．

［５４］　 Ｏ􀆳Ｃｏｎｎｏｒ Ｊ􀆰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ｒｉｓｉｓ［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Ｂ􀆰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１９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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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良芝　 南开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系教授。 通讯地址：天津市卫津路 ９４ 号。 邮编：３０００７１。
谢海先　 南开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系博士研究生。 通讯地址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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